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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适与梁漱溟东西文化论战刍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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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在中国近现代思想史上，胡适与梁漱溟之间的东西文化论战是中国学界１９２３年人生观
论战的先声或预演。１９２１年１０月，梁漱溟将其《东西文化及其哲学》讲稿汇编出版，因该书浓厚的
文化保守主义色彩与新文化路向相悖，且对胡适的学识和著述提出了严厉的批评，故引起胡适等新

文化派的深切关注和热忱回应，并引发了一场措辞激烈的东西文化论战。胡适与梁漱溟之间的东

西文化论战历时半年，前后共有两次公开的思想交锋，折射出西化自由主义者与文化保守主义者对

东西文化的不同立场。胡、梁二人的东西文化论战虽没有过多论及中国文化的未来走向，但其论战

的大背景则是中国文化的现代转型到底是西方化还是本土化，抑或是东西文化融合的抉择困局。

胡适与梁漱溟对东西文化的认知虽各有侧重，但二人均将关切的目光投向中国文化的更新与再生，

其态度是积极的、认识是宝贵的，对当前我国社会主义文化建设依然有着一定的借鉴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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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中国近现代思想史上，因东西文化交流、新旧
文化交替而引起的文化论战可谓屡见不鲜，李泽厚

先生曾专文谈到中国现代的三次学术论战［１］。胡

适与梁漱溟之间的东西文化论战或因未泛起太大的

波澜而少为学界所道，更缺乏系统深入的探讨。事

实上，胡、梁二人间的东西文化之争乃是１９２３年中
国学界人生观论战的先声或预演，故大有辨析梳理

之必要。有鉴于此，本文拟透过胡适与梁漱溟之间

的批评应答，探讨二人在东西文化上的歧见，以期能

对中国文化的现代转型提供一些启示与借鉴。

　　一、胡、梁东西文化论战的起因

关于胡适与梁漱溟东西文化论战的起因，需从

新文化运动讲起。正如李泽厚先生所说，中国现代

史许多基本问题都要追溯到新文化运动，意识形态

领域问题如此，思想文化领域问题更不例外［１］。

胡适（１８９１—１９６２）比梁漱溟（１８９３—１９８８）年
长两岁，蔡元培初任北京大学校长期间，二人均受邀

进入该校任教。因胡适与梁漱溟的人生经历、致学

途程、学术旨趣、思想焦点等迥然有别，故初到北京

大学时二人并未交友。１９１６年１１月，尚在美国哥
伦比亚大学攻读博士学位的胡适就发表了《文学改

良刍议》，与陈独秀等人一起掀起了新文化运动，吹

响了中国近代思想启蒙、人性解放的号角。新文化

运动得到了全国广大知识青年的拥护和支持，势如

破竹，锐不可挡，旋即席卷全国。年仅２６岁的胡适
也因此“暴得大名”，成为那个时代的风云人物。

当胡适因新文化运动而独步于思想文化界时，

梁漱溟尚属默默无闻之辈。但因受东西文化问题的

困扰，梁漱溟一边在北京大学哲学系讲授印度哲学

概论，一边对东西文化进行比较研究，并开始构思

《东西文化及其哲学》以作为《孔家哲学》《唯述识

义》两书之引子。对于陈独秀、胡适等新文化派高

举的民主与科学大旗，梁漱溟颇为赞赏。他说：“新

派所倡导的总不外乎陈仲甫（陈独秀）先生所谓‘赛

恩斯’（科学）与‘德谟克拉西’（民主）和胡适之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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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所谓‘批评的精神’；这我们都赞成。”［２］（Ｐ２１４）因为

“这两种精神完全是对的；只能为无条件的承认；即

我所谓对西方化要‘全盘承受’。怎样引进这两种

精神实在是当今所急的；否则，我们将永此不配谈人

格，我们将永此不配谈学术”［２］（Ｐ２１６）。翻阅梁漱溟的

理论著述可以发现，他曾十分娴熟地运用“理智”

“本能”“直觉”等西方术语阐释东西文化问题。但

是，以梁漱溟为代表的现代新儒家对西方文化的接

受毕竟是有限度的，那就是必须坚持中国文化本位

这个前提。然而，陈独秀、胡适等人皆是彻底的反传

统主义者，其所领导的新文化派欲将传统文化连根

拔除的态度激起了梁漱溟内心深处的卫道情结。

１９２０年秋，梁漱溟在北京大学课外讲演中首次
畅谈东西文化及其哲学问题，并在《北京大学日刊》

连载讲演记录。翌年８月，梁漱溟应山东省教育界
之邀在暑期讲演会上再次以该主题进行演讲，公开

为儒家辩护。他说：“孔子之真若非我出头倡导，可

有哪个出头？这是迫得我自己做孔家生活的缘

故。”［２］（Ｐ２２７）同年１０月，梁漱溟将《东西文化及其哲
学》讲稿汇编出版，不想竟在知识分子群体中造成了

轰动。“这本书头４年中一连印刷了８次，同时也把
梁漱溟抬到了全国瞩目的位置上。”“一部学术著作

吸引了如此众多的读者，这还是史无前例的。”［３］（Ｐ５４）

因该书浓厚的文化保守主义色彩与新文化路向相

悖，且对胡适的学识和著述提出了严厉的批评，故引

起胡适等新文化派的深切关注和热忱回应，并引发

了一场措辞激烈的东西文化论战。此外，李大钊等

新文化运动的中流砥柱，虽没有直接参与论战，但通

过其一系列著述发表了关于中国究竟该向何处去的

深刻见解，标志着近代中国东西文化论战进入一个

新阶段。

　　二、胡梁东西文化论战的内容

梁漱溟研究之第一人、美国学者艾恺在《最后

的儒家———梁漱溟与中国现代化的两难》中，将自

由主义者胡适、国民党领袖吴稚晖、共产党人杨明斋

视为梁漱溟著作最著名的三个批评者［３］（Ｐ１２６）。因吴

稚晖、杨明斋之论不关本文主旨，故略去不谈，这里

着力呈现胡适对梁漱溟东西文化观学术批评的大体

样貌，进而管窥二人在文化路向上的根本分歧。

关于当时东西文化论战的概况，梁漱溟在１９３０
年的《为胡适之先生复信所写跋序》中有过明确记

载：“我与适之先生的论战只有关于东西文化问题

的一次。我于民国十年出版之《东西文化及其哲

学》批评到适之先生处不少；然适之先生之转回批

评我，乃在十二年春发表于《努力周刊》（原文如此，

本名周报）相隔一年余。其后我又取适之先生批评

我者，而作答论，则已是十二年冬间，相隔大半年

矣。”［４］（Ｐ１９８）根据现有史料和梁漱溟自述，可知胡适

与梁漱溟的东西文化论战前后共有两次，且集中在

半年之内。

１．第一次交锋
因梁漱溟在《东西文化及其哲学》中对胡适关

于中国古代思想的论述提出过批评，所以后者自然

要作出公开的回应，这次回击是该书出版两年后的

１９２３年。之所以沉默了两年，胡适曾戏用梁漱溟的
原话来这样解释：“吾自有见而为此说”，“你不必

辩，辩也无益”［５］（Ｐ１８６）。１９２３年 ４月 １日，胡适在
《读书杂志》上发表《读梁漱冥先生的〈东西文化及

其哲学〉》一文，指出梁著的根本问题在于“犯了拢

统的毛病”，并枚举两例以为说明。一是梁漱溟在

文化定位上“拢统”。梁漱溟认为：“东方化还是要

连根拔去，还是可以翻身呢？……东方化可否翻身

成为一种世界文化？如果不能成为世界文化，则根

本不能存在。若仍可以存在，当然不能仅只使用于

中国，而须成为世界文化。”［４］胡适认为梁漱溟的论

断过于主观臆想，一种文化究竟能否成为世界文化

并不是主观能断定的，而是要有深厚的客观依据的，

还与当时的历史情境密切相关，所以说“这种逻辑

是很可惊异的”［５］（Ｐ１８４）。他觉得如何界定文化原本

就是很复杂的事情，决不是全凭主观臆断就能解决

的。“只有研究双方文化的具体特点的问题，和用

历史的精神与方法寻求双方文化接触的时代如何选

择去取的问题，而不是东方化能否翻身为世界文化

的问题。”［５］（Ｐ１８４）如是观之，胡适认为梁漱溟依据

“拢统”的思维方式，只能“生出一条很拢统的‘文化

哲学’”［５］（Ｐ１８５）。二是梁漱溟在文化分类上“拢统”。

在采撷中西文化的基础上，梁漱溟首创了“意欲”概

念，并根据意欲表现之异形成三种人生态度，且依此

人生态度将世界文化分成三大类别：意欲向前的西

方文化、持中调和的中国文化和意欲向后的印度文

化。然而在胡适看来，梁漱溟“又得一个关于三系

文化的奇妙结论”，甚而认为已是拢统至极。“文化

的分子繁多，文化的原因也极复杂，而梁先生要想把

每一大系的文化各包括在一个简单的公式里，这便

是拢统之至。”［５］（Ｐ１８８）其理由无疑很充分，因为西方

文化与印度文化表面上一者向前、一者向后，事实上

二者皆有向前、向后的情况。基于这种解读，胡适毫

·４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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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客气地认为梁漱溟“实在闭眼瞎说”［５］（Ｐ１８９）。

针对胡适措辞严厉的学术批判，梁漱溟初次应

答没有细致道来，当日只有几句看似平和实则不满

的答词：“顷奉手示，并《读书杂志》见教一文，敬诵

悉。往者此书出版曾奉一册请正，未见诲答。兹承

批评，敢不拜嘉？独惜限于篇幅，指示犹嫌疏略，于

漱溟论文化转变处，未能剀切相诲；倘更辱评论其致

误之由，而曲喻其所未达，则蒙益者，宁独一漱溟乎？

至尊文间或语近刻薄，颇失雅度；原无嫌怨，曷为如

此？愿复省之。”［６］（Ｐ７２７）

或许是因第一次回应引起梁漱溟的某种误读，

胡适次日即对梁氏答词的末句“语近刻薄，颇失雅

度；原无嫌怨，曷为如此”给予了解释。他说：“‘嫌

怨’一语，未免言重，使人当不起。至于刻薄之教，

则深中适作文之病。然亦非有意为刻薄也。适每谓

吾国散文中最缺乏诙谐风味，而最多板板面孔说规

则话。因此，适作文往往喜欢在极应重的题目上说

一两句滑稽话，有时不觉流为轻薄，有时流为刻

薄。”［５］（Ｐ１９８）言下之意，何为轻薄何为刻薄？性情迥

异之人自会得出不同的结论。至于梁漱溟何出此

言？胡适思之再三，且复检原文，最后认定原因可能

在“闭眼瞎说”处。对此，胡适作了相当细致的自我

辩护。“此等处实亦关于吾二人性情上之不同。适

颇近于玩世，而先生则屡自言凡事‘认真’。以凡事

‘认真’之人，读玩世滑稽之言，宜其扦格不入者多

矣。”［５］（Ｐ１９８）学术争鸣亦如常人掐架，情感冲动往往

在所难免，真实情况是否如胡适所言，我们不得而

知，但胡适之言一定程度上消解了梁漱溟的不满情

绪，后者隔日复书曰：“承教甚愧！早在涵容，犹未

自知也。”［６］（Ｐ７２７）胡适与梁漱溟的初次论战至此告一

段落。

２．第二次交锋
胡适与梁漱溟的东西文化论争并未就此黯然中

歇。１９２３年１０月，梁漱溟在北京大学发表演讲，对
胡适此前的批判一条一条地予以驳正。随之而来的

问题是，何以消停半年之久硝烟再起？据梁漱溟自

述，此次论战盖因胡适的《一年半的回顾》一文对其

误解甚深，而且胡适的傲慢态度着实刺痛了他，故不

得不予以反驳。那究竟胡适说过什么话刺激了梁漱

溟，致使后者作出用词严苛、程度激烈的驳斥？若要

解开这个谜团，尚需我们重回历史场景，看看胡适到

底是如何挑起事端的。

细细研读胡适所著《一年半的回顾》可以发现，

胡文表达的是对当时政治时局的忧虑和关切，只在

文末谈到时人赞誉其政论文章的价值时才提及梁漱

溟等人。他说，“其实我们的《努力周刊》里最有价

值的文章恐怕不是我们的政论而是我们批评梁漱

溟、张君劢一班先生的文章”［５］（Ｐ３９７），并深信《努力

周报》在中国现代思想史上的地位完全靠这些关于

思想革命的文章。对于这段文字，我们可以作出两

点解释：一是对于时人夸赞胡适的政治文章，胡氏本

能地作出“自谦”的托辞；二是胡适内心深处确实对

梁漱溟等人的保守主义立场不满，于是批判之言顺

势而出。

然而对梁漱溟来说，胡言之意就是将其和张君

劢视为中国现代政治思想革新的障碍。胡适还公开

将梁漱溟划入新文化运动的对立面即文化保守主义

阵营，这使梁漱溟深感受到了伤害。因此，梁漱溟随

后在北大演讲的开头便说：“然则我是他们的障碍

物了！我是障碍他们思想革新运动的了！这我如何

当得起？这岂是我愿意的？这令我很难过。我不觉

得我反对他们的运动！我不觉得我是他们的敌人，

他们是我的敌人。”“我并不要打倒陈仲甫、胡适之

而后我才得成功；陈仲甫、胡适之的成功便也是我的

成功。”［６］（Ｐ７３８）一番自我澄清之后，梁漱溟进一步申

论：“你们要领导着大家走的路难道不是我愿领大

家走的么？我们意思原来是差不多的。”［６］（Ｐ７３９）也就

是说，在梁漱溟看来，其与胡适的目标是一样的：实

现中国成功转型，进而构建现代国家。

但是在文化路向上，我们必须指出，梁漱溟与胡

适等人有着根本差异。关于这一点，梁漱溟是公开

承认的。他说：“我们的确是根本不同。我知道我

有我的精神，你们有你们的价值。”［６］（Ｐ７３９）循着这种

思路，梁漱溟对胡适半年前的文化批判作了辩解。

需要说明的是，梁漱溟的反击并没有说出什么新东

西，主要是抗议胡适等批评者没有认真阅读他的著

作，自然难以洞察其著作之本义，于是说：“大家读

我的书，大概都像看北京《晨报》一样，匆匆五分钟

便看完了。……这种批评叫我如何答！”［６］（Ｐ７４０）

虽说不易作答，但梁漱溟还是按照胡适当初批判

的思路进行了辩驳。一是关于胡适所谓“可惊异的”

逻辑，梁漱溟认为东方化必于“连根拔去”与“翻身成

为世界文化”二者居其一。“连根拔去”是指东西文

化并非处于对峙平衡的局面，而是西方文化已经渗入

中国社会生活的各个层面；“翻身成为世界文化”则

是梁漱溟基于“世界文化三期重现说”得出的结论，

认为西方文化之后必是东方文化的时代。在他看来，

这些都是“铁案如山，根据确凿，声光震烁耳目；适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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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生不是瞎子，难道看不见么？”梁漱溟进而追问胡

适：“居然以‘这全凭主观的文化轮回说’诬人，是何

用意？”［６］（Ｐ７４４－７４５）二是针对胡适所谓“拢统”的文化公

式，梁漱溟认为自己得出三种文化乃源于三种不同的

人生态度。胡适自鸣得意的异议（如“中国人生活哲

学中的‘安分知足’在西方文化中亦不鲜见”等）在梁

漱溟看来十分可笑，梁漱溟并援引胡适恩师杜威的文

化观进行了反驳：“夫我之所谓‘向前改造局面’，亦

犹夫杜威之所谓‘征服自然’也；我之所谓‘持中调

和’‘随遇而安’亦犹夫杜威之所谓‘与自然融洽优游

自得’也。”［６］（Ｐ７４８）即使将纷繁复杂的世界文化分成三

系，梁书原文也再三声明“本来不妥”，故认为胡适的

批评“更无聊之极”。三是关于胡适批评的思路和方

法，梁漱溟认为存在逻辑上的错误。梁漱溟指出，自

己的文化分类是基于人生态度的不同，对此胡适不

仅一字未驳，只顾说着客观原因的论调，还说不出所

以然来。“这譬如我指出某人非甲，更证明其是乙；

而胡先生既不驳我非甲的话，亦不驳我非乙的话，却

只顾说‘这不过是甲’‘这无非是甲’，又说不出所以

然的缘故来！”［６］（Ｐ７５２）我们不能否认梁漱溟的反驳存

在若干偏执之处，但是公允地说，他的指责也是有道

理的。比如，胡适以不能找出一个普遍原则为由而

不去考虑文化态度存在的问题，以至于梁漱溟对此

颇感失望，故曰：“呜呼！先生休矣！这种文章作他

干什么？”［６］（Ｐ７５２）

胡适的批评固然存在一定问题，但不能因此说

梁漱溟的著作没有矛盾或混乱之处。由于《东西文

化及其哲学》系由演讲稿汇编而成，故前后重复、矛

盾和费解之处并不乏见。但梁书的诸多问题被大多

数批评家忽略了，对此艾恺一语道破天机，他说：

“梁漱溟巧妙地使用了含糊其辞的手法，成功地掩

盖了大部分矛盾。”［３］（Ｐ９４）这种闪烁其辞的方法蒙蔽

了很多批评者的眼睛，胡适由于行文匆匆也没有寻

出书中的根本问题。还需指出，不是所有的批评者

皆如胡适这般挑剔，相反有些人则毫无保留地予以

赞扬，并成为梁漱溟的虔诚信徒，协助其开展乡村建

设运动。

　　三、对胡、梁东西文化论战的思考

胡适与梁漱溟之间的东西文化论战虽各有偏颇

之处，然而并非意气浮乏之争，其中亦有诸多真知灼

见。从表面上看，胡、梁之间的东西文化之争是围绕

《东西文化及其哲学》而展开的，其实质却折射出当

时中国的西化自由主义者与文化保守主义者对东西

文化的不同立场。胡、梁二人的东西文化论战固然

没有过多论及中国文化的未来走向，但其论战的大

背景则是中国文化的现代转型到底是西方化还是本

土化，抑或是东西文化融合的抉择困局。

作为一位自由主义者，胡适少年时代即赴美留

学，多年浸润于西方现代思想文化，深感中国传统思

想文化之弊，所以在回国途中便“打定二十年不谈

政治的决心，要在思想文艺上替中国政治建筑一个

革新的基础”［３］（Ｐ３６３），致力于以“研究问题、输入学

理、整理国故、再造文明”为主旨的“中国文艺复兴”

事业，希冀完成把旧中国从蒙昧萧索的状态中拯救

出来的艰巨使命。在这种思维框架下，胡适与陈独

秀等人一道擎起新文化的大旗，以西方的新思想、新

伦理、新观念替换传统的旧思想、旧伦理、旧观念。

作为一名保守主义者，梁漱溟没有留学经历，早

年笃信佛学，后来回归儒家并重新肯定中国自身文

明传统。在他看来，儒家学说不仅与西方现代思想

文化尤其是柏格森、倭伊铿的生命哲学若合符节，而

且通过吸纳西方文化能生出现代民主政治所需的伦

理道理，即通过对传统文化的再阐释再创造，可找出

其现代转换的出路。从某种程度上说，梁漱溟对东

西文化的认知与探索仍在张之洞的“中学为体，西

学为用”范式之内。

胡适与梁漱溟对东西文化的认知虽各有侧重，

但二人均将关切的目光投向中国文化的更新与再

生。然而令人遗憾的是，时至今日这个问题仍没有

得到很好的解决，中国文化“何去何从”的疑虑始终

是国人萦绕于心难以抉择的心结。与１９２０年代的
思想文化领域纷繁驳杂的情状相比，当代中国思想

界在以马克思主义为主导的表象之下，文化保守主

义与自由西化思潮的博弈仍可谓暗潮汹涌。前者指

责当代中国西化过度，担心被文化帝国主义所同化。

在他们看来，目前我国学术思想大多囿于西学西语

的模式之下，一谈现代文化，仍唯西学西语马首是

瞻。盖因一味追慕欧美，思想文化构建过于倚重现

代资源，并据此考量中国传统，于是不可避免地产生

一系列激烈而外在的评判。殊不知离开传统的现代

化，犹如沙上之塔，缺乏牢固的理论根基。后者认为

当前中国西化不足，靠批判文化民族主义以自娱自

乐。他们认为，西学依然是中国学术原创未来的决

定性因素，“它构成了确保我们的未来能够走向正

确学术道路的前提条件。即使是中学、即便是传统，

也需依靠走在我们前头的西学来激活它与当代语境

的回应性，来灌注生命力”［７］。换句话说，国人还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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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西方文化保持更加虚心、更有耐心的学习态度。

由此看来，在如何对待东西文化的问题上，中国思想

文化界一如既往地歧见纷呈，至今没有成功解决，或

许这原本就不是一个可以一劳永逸解决的问题。

中共十八大作出建设文化强国的战略决策，意

味着今后很长时间内建设文化强国将成为党和政府

的工作重点。随着全面深化改革的开启和对社会主

义建设规律认识的深入，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

文化应在大力弘扬中国传统文化的同时，积极借鉴

国外优秀文化成果。至于如何处理传统与现代、本

土与外来之间的关系，则是我国社会主义文化强国

建设无法回避的课题。胡适与梁漱溟之间的东西文

化论战虽已曲终人散，然其仍为今人审视中西文化

提供了若干经验启示。就此而言，重温百年前的东

西文化之争对当前我国文化建设具有一定的借鉴

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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